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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完整日记直至近年才为历史学家

所利用。 以往有关中日战争前后德国政治的重要论著，都未能利用这份极具潜在价值的

史料。 本文尝试初步探讨戈培尔日记新材料的问世将在何种程度上修正过去有关德国卷

入远东危机的观点。 文章尤其关注 １９３７ 年希特勒在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具体例举相

关证据，证明这位德国独裁者转向亲日立场，实际早于过往的推测。 此外，戈培尔日记表

明，希特勒东亚观所受到的纳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可能超出以往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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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１８９７—１９４５）从纳粹党运动兴起伊始便是党内核心成员

之一，并参与了纳粹党崛起之路的诸多决定性时刻。 纳粹党掌权的 １２ 年中，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并
最终爆发了世界大战。 在历史学家眼中，更为重要的是，戈培尔在他生命最后的 ２０ 多年里保持着

记日记的习惯，且写得颇为细致。 仅 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４１ 年间①，戈培尔便密密麻麻地记了六七千页的

日记。 这份日记是纳粹精英分子政治活动的重要记录，更是透露纳粹党人的思想、信仰、误判与痴

心妄想的绝佳材料。
尽管戈培尔主要负责宣传与媒体工作，但他也参与外交决策，特别是涉及制造他国舆论。 更重

要的是，戈培尔会出席重大外交决策前的不少讨论会。 因而，他的日记也是反映重要历史时期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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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ｅｏｒｇ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Ｔａｇｅｂüｃｈｅｒ （Ｍｕｎｉｃｈ： Ｐｉｐｅｒ， １９９９）是以往历史学家经常引用的戈培尔日记通行本。 但

是现在慕尼黑的当代史研究中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ｆüｒ 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整理出版了戈培尔日记 ９８％ 的内容，共 ２９ 卷，包括 Ｄｉｅ Ｔａｇｅｂüｃｈｅｒ ｖｏ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Ｔｅｉｌ Ｉ Ａｕｆ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ｅｎ １９２３ － １９４１， Ｄｉｅ Ｔａｇｅｂüｃｈｅｒ ｖｏ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Ｔｅｉｌ ＩＩ Ｄｉｋｔａｔｅ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 ａｎｄ Ｄｉｅ Ｔａｇｅｂüｃｈｅｒ
ｖｏ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Ｔｅｉｌ ＩＩＩ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１９２３ － １９４５ （Ｍｕｎｉｃｈ： Ｋ． Ｇ． Ｓａｕ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８）。 该版本目前已经被做成网络版：
Ｆｒöｈｌｉｃｈ， Ｅｌｋｅ （ｅｄ． ）， Ｄｉｅ Ｔａｇｅｂüｃｈｅｒ ｖｏ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由于其内容更加完整，且在关

键词检索方面使用极为便利，逐渐为历史学家所通用。 下引戈培尔日记如未标明出自 Ｒｅｕｔｈ 整理版，即出自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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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高层各色观察与心态的第一手信息来源。 戈培尔几乎每日都能见到希特勒，为我们提供了这位

德国独裁者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详尽记录。 可以说，戈培尔日记是对官方历史档案的宝贵补充。
借用其中一位戈培尔传记作者的话，戈培尔“生前便意识到他的日记是一份珍贵的史料，曾设想将

来某一时刻能修改出版，为此他每日投入数小时撰写日记”。①
虽然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在纳粹看来仅是世界的边缘地带，但由于亚洲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德国

对手们的注意力，因此仍与纳粹利益攸关。 更重要的是，中国与日本，无论单独一方还是整体，都是

决定苏联能将多少资源投入到欧洲的重要因素。 这种对中国战事的实用主义性质的观察，反映在

戈培尔的日记中。 例如，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他记道：“日本将要击溃中国。 攻占上海后，广州也会

很快落入日本人手中。 蒋介石一直在撤退。 假使中国被日本的武力击垮，东京方面就将进军莫斯

科，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机遇。”②同样地，尽管程度较浅，亚洲也牵制了英国与美国将其资源投

入到欧洲大陆。 此外，戈培尔本人对中国文化本身也抱有些许兴趣，特别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还有不

少来自中国的相识。
上述内容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大多不为历史学家所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戈培尔

的日记仅公布了 １９２４ 年至 １９２５ 年、１９３９ 年至 １９４１ 年的内容。 ９０ 年代以后，随着苏联档案的大量

开放，戈培尔的完整日记遂以注解本的形式出版，研究人员才有机会利用。③ 由于大部分有关德国

和远东危机，包括中日战争爆发的著作早在此之前便已出版④，因而都未曾利用这份能够窥探纳粹

党高层决策内幕的戈培尔日记。

一、 作为史料的戈培尔日记

这份少有删节的戈培尔日记整理出版后，已促生出不少研究成果，揭示了第三帝国历史的新面

相。 当然，这些研究成果也提到了日记作为一种史料在运用中的问题。⑤ 本文并不拟详细讨论戈

培尔日记作为历史资料的特点与价值，历史学家理应小心谨慎地使用。 有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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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ｏｂｙ Ｔｈａｃｋｅｒ，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９）， ｐ􀆰 ２３４．
“Ｊａｐａｎ ｗｉ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ｚｅｒｓｃｈｍｅｔｔｅｒｎ． Ｂａｌｄ ｈａｔ ｅｓ ｎａｃｈ Ｓｃ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ｕｃｈ Ｋａｎｔｏｎ ｉｎ ｄ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ｓｃｈｉａｎｇｋａｉｓｃｈｅｋ ｗｅｉｃｈｔ ｉｍｍｅｒ ｗｅｉｔｅｒ

ｚｕｒüｃｋ． 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ｔ Ｊａｐａｎｓ Ｍａｃｈｔ ｚｅｒｓｃｈｍｅｔｔｅｒｔ， ｇｅｈｔ Ｔｏｋｉｏ ａｎ Ｍｏｓｋａｕ ｈｅｒａｎ． Ｄａｓ ｉｓｔ ｄａｎｎ ｕｎｓｅｒｅ ｇｒｏßｅ Ｓｔｕｎｄｅ，” Ｒａｌｆ Ｇｅｏｒｇ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Ｔａｇｅｂüｃｈｅｒ （Ｍｕｎｉｃｈ： Ｐｉｐｅｒ， １９９９）， ｐ􀆰 １１６１．

关于各部分日记如何问世的简要介绍，可参见 Ｅｌｋｅ Ｆｒöｈｌｉｃｈ，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ｕｎｄ ｓｅｉｎ Ｔａｇｅｂｕｃｈ． Ｚｕ ｄｅｎ ｈａｎｄｓｃｈｒｉ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Ａｕｆ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ｅｎ ｖｏｎ １９２４ ｂｉｓ １９４１，” 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ｓｈｅｆｔｅ ｆüｒ 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３５ （１９８７）， ｐｐ􀆰 ４９７ － ５０７．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ｓｔｒｉｄ Ｍ． Ｅｃｋｅｒ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ａｎ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Ｇｌａｓｐｌａｔｔｅｎ ｉｍ ｍäｒｋｉｓｃｈｅｎ Ｓａｎｄ： Ｅｉｎ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üｂｅｒｌｉｅｆ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Ｔａｇｅｓｅｉｎｔｒäｇｅ ｕｎｄ Ｄｉｋｔａｔｅ ｖｏ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ｓｈｅｆｔｅ ｆüｒ 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５２ （２００４）， ｐｐ􀆰 ４７９ － ５２６。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ｒｌｅｙ，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Ｊａｐａ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ＳＲ １９３５ － １９４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Ｂｅｒ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ｅｒａｔｅｒｓｃｈａｆ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８， Ｍｉｌｉｔä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Ａｕß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ｕｅｓｓｅｌｄｏｒｆ：
Ｄｒｏｓｔｅ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８１）； Ｊｏｈｎ Ｐ． Ｆｏｘ，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ｒｉｓｉｓ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８：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Ｋｉｒｂ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Ｈｓｉ⁃Ｈｕｅｙ
Ｌ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ｎ Ｆａｌｋｅｎｈａｕｓｅ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１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ｖａｎ Ｇｏｒｃｕｍ，
１９７８）；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Ｐｅｃｋ， Ｋ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ｏｈｎｅ Ｋｏｌｏ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３７ （Ｂｅｒｌｉ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６１）； Ｕｄｏ
Ｒａｔｅｎｈｏｆ， Ｄｉｅ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Ｒｅｉｃｈｅｓ １８７１ － １９４５ （Ｂｏｐｐａｒｄ ａｍ Ｒｈｅｉｎ： Ｈａｒａｌｄ Ｂｏｌｄｔ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８７）； Ｔｈｅｏ Ｓｏｍｍ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ｄｅｎ Ｍäｃｈｔｅｎ １９３５ － １９４０ （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Ｊ． Ｃ． Ｍｏｈｒ， １９６２）。

例如 Ｇｌｅｎｎ Ｒ． Ｃｕｏｍｏ， “Ｔｈｅ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ａ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９５）； Ａｎｇｅｌａ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Ｄｅｒ Ｗｅｇ ｉｎ ｄｅｎ Ｋｒｉｅｇ １９３８ ／ ３９，
Ｑｕｅｌｌｅｎ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ｕ ｄｅｎ Ｔａｇｅｂüｃｈｅｒｎ ｖｏ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Ｍｕｎｉｃｈ： 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ｒｇ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１）； Ｍｉａ Ｍａｒｊａｎｏｖｉｃ， “ Ｉｈｍ
ｎａｃｈ！ Ｄａｎｎ ｗｅｒｄｅｎ ｗｉｒ ｓｉｅｇｅｎ． ”： Ｄａｓ Ｈｉｔｌｅｒｂｉｌｄ ｉｎ ｄｅｎ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Ｔａｇｅｂüｃｈｅｒｎ １９２４ － １９３３ （Ｂｅｒｌｉｎ： Ｅｐｕｂｌｉ，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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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问题上并不信任戈培尔，因而在重大决策前很少听取其意见。① 换言之，其日记的主要价值并不

在于透露德国重大决策的思考，而是高层讨论会中作为“旁观者”的记录。
日记至少表明戈培尔当时知道哪些消息，或者他自认为知道哪些消息，尽管有些信息是错误

的。 例如，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的日记便对同盟国方面的动作极为关注。 日记中提到了莫斯科会议，
莫斯科会议于次日召开一直持续到 ８ 月 １７ 日。 同时，从该条日记内容看，戈培尔并不清楚参会人

的身份：“有关莫斯科会议的消息陆续传来。 例如，据称除丘吉尔外，（英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Ｃｒｉｐｐｓ）和蒋介石也将与会。”②虽然，丘吉尔与克里普斯确曾参加此会，但如今可

以明确的是蒋介石并未到场。
戈培尔日记文风明显短促简洁，一般是缺少动词的短句，带有其早年文学抱负的印记。 此文风

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日记的内容更多反映了作者的情感与心态，而非冷静的分析。 引用其中一位德

文编辑的话，戈培尔的日记“几乎都不是冷静与绵密思考下的产物”。③ 但正是如此，他的日记可以

为我们详细揭露纳粹党精英层的生活状况。
在下文中，笔者首先分析戈培尔早年日记中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观感，并考察德国对华外交是

受同情心影响，还是受更为意识形态化的憎恶心所左右。 同样地，也会考察戈培尔眼中的日本。 但

是，由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以前，戈培尔日记中绝少透露他对日本与日本人的看法，因而时间仅

限于 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的前一年。 然后论述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头六个月是如何在日记中呈

现的，重点讨论日记中的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以及 １９３７ 年底逐渐支持日方的论调。 其次，探讨

日记中是如何描述希特勒与外交部中的亲华派。 最后，追述 １９４１ 年以前戈培尔在日记中如何逐渐

对日本在中国战场缺乏进展而心生失望。

二、 戈培尔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观感

戈培尔年轻时对中国人的评价整体较为正面。 在其中一则日记中（无记载确切日期，大致是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至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间），戈培尔记录了与“我的中国人刘先生（Ｍｒ． Ｌｉａ）④和毛先生（音
译———译者）会面”，并补充道“毛先生是我的朋友”。⑤ 在稍后的一则同样无确切日期的日记中，
戈培尔提到他遇到了一位“中国绅士”。⑥ １０ 多年后，１９３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星
期一：中国使者崇杰。 我与其交谈。 中国人一贯绅士。”⑦

同样地，戈培尔的日记也反映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譬如，１９２３ 年 １ 月至 ８ 月间一则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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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杰，１９３４ 年 １ 月至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派赴德国的公使。 戈培尔显然犯了西方人常见的错吴，把中文姓与名颠倒了。 这表明戈培尔对

中国文化的认识相当粗浅。 戈培尔写错了绅士的复数（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应为 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作者在正文引文中已改正———译者），反映出 ２０
世纪早期德国教育系统对英语不甚重视。 Ａｎｇｅｌａ Ｈｅｒｍａｎｎ，Ｄｉｅ Ｔａｇｅｂüｃｈｅｒ ｖｏ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ｏｅｂｂｅｌｓ， Ｐａｒｔ １， Ｖｏｌｕｍｅ ２ ／ ＩＩＩ， （Ｍｕｎｉｃｈ： Ｋ．
Ｇ． Ｓａｕ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６）， ｐ􀆰 ３７９．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ｊａｐａｎｉｓｃｈｅ Ｌｙｒｉｋ，” ｐ􀆰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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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明确切日期的日记中，他提到阅读“中国与日本的诗歌”。① 这是日记中唯一提及中国文学

之处。 类似之处，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阅读一本饶有兴味的中国书。”②这本书

的书名已无从考证，但是与他接触中国诗歌相似的是，这是日记中仅有的提到阅读关于中国的出

版物。
戈培尔早年日记中仅有一处抒发了对中国人的负面情绪。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日记中，他记

下了自己走访德国汉堡臭名昭著的风月场所的感受：“在街上，金发姑娘向傻笑的中国人投怀送

抱！ 警察却只在一旁大笑。 这就是你所在的资产阶级国家！”③不过，这句话夹杂在对当时道德堕

落的冗长谩骂之中，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而是反映了戈培尔对当时社会沉迷狂欢的沮丧，他认

为，边界、种族、地域等在当时已支离破碎，传统价值观也已丧失殆尽。

三、 戈培尔对日本的观感

德国外交部与军队指导层有一部分亲华势力，同时外交部内部又有亲日的小派系，以德国驻英

国大使里宾特洛甫（Ｊｏａｃｈｉｍ ｖｏｎ Ｒｉｂｂｅｎｔｒｏｐ）为首，两者意见分歧，而戈培尔明显与后者立场一致，
而且在中日战争爆发前的数个月便已如此。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两天，戈培

尔在其日记中高度评价了日本访德代表：“日本人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代表了一个强国。”④

传统观点认为，希特勒在与日本签定防共协定后即转向保守的对日政策，部分原因是希望能继

续与中国保持应有的联系，同时也担心与日本过从甚密，会使德国不得不卷入东亚的大战中。 而这

一政策导向是军方所欢迎的，他们希望保有在中国的军事利益。⑤

然而，即便如此，戈培尔还是在日记中表示出积极支持日本的态度，显然与亲日派串通了声气。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里宾特洛甫的一次长谈。 在谈话中，除涉及其他议

题外，亦谈及日本的角色。 正是这次，戈培尔在日记中首次明确阐述了日本的主要作用，即遏制苏

联的威胁：“日本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的协定只是冰山一角。 在协定背后是覆盖面颇广

的军事协议，并且目标全部指向俄国。”⑥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因为德国外交部对日本海军访问德国北部表现得较为谨慎，戈培尔在当天

日记中表现颇不耐烦：“日本军舰访问基尔一事应尽可能大肆宣扬。 外交部认为此作法并不明智，
会令伦敦方面不安，但我们不应为此担忧。”⑦

四、 戈培尔对中国战场的观察

１９３７ 年夏，戈培尔并非第一时间了解到中日战争的爆发，但当年余下的日子里，他不时对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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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淞沪会战有所评论。 尽管日记缺乏对战斗细节的描述，但是随着战事的推进，戈培尔支持日

本的态度愈发明显。 与此同时，戈培尔对德国媒体同情中国抗日的论调颇为不满。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到一周，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了中国的战事情形：“新

的冲突消息。 大炮的轰鸣声在中日双方间回响。 战争似乎将要爆发。”①７ 月 １５ 日，日记中认为中

日两国爆发全面战争似已难避免：“日本行事更加果断。 中国人也未被吓跑。 如果他们不妥协，战
争就将不可避免。 日本拒绝了来自南京的抗议。”②７ 月 ２１ 日的日记重复了类似的议题：“日本正

在中国展开行动。 南京方面在尽力抵抗。 蒋介石意在拒绝日本方面的最后通牒。 现在战争几乎不

可避免。”③

８ 月中旬，当主战场移至上海时，戈培尔反应仍较滞后，８ 月 １８ 日才注意到上海已成为战场：
“上海正陷入血战。 预知战事结果仍为时尚早。 但也并非疑云密布。 中国人正传出捷报，而同时

日本也在给予致命打击。”④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的日记中戈培尔明显偏向日本：“日本正在上海集中

大量精锐兵力，以展开大规模攻势。 现在是时候了！ ……日本在上海已获得成功，继续努力！”⑤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戈培尔提及日本新任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并评价日军在上海的持续进展道：
“东京极重视我们。 日本已拿下上海北部，似正在策划重大行动。”⑥

１９３７ 年最后两个月的日记记录了上海与南京的陷落，而且戈培尔得意地认为九国公约会议并

无效用。 １１ 月上旬，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而德国与日本均拒绝参加。 １１ 月 １３ 日，戈培

尔在日记中写道：“伦敦与东京就上海问题发生争执。 但是东京已占据上海，不用在乎伦敦的态

度。 日本拒绝了布鲁塞尔的邀请，就应该如此。 胜利者不必参加此种会议。”⑦六天后，他赞许日本

的同时还唾弃了布鲁塞尔：“日本离南京只剩 １５ 公里了。 好极了！ 悲惨的布鲁塞尔！”⑧１２ 月 １１
日，戈培尔又补充道：“日本人正在猛攻南京。 他们的最后通牒已被拒绝。 战斗已到了惨绝人寰的

地步。 但大局已定了。”⑨

五、 德国媒体与中国战场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７ 日，戈培尔在日记中记道，他交给了他的亲信阿尔弗雷德·伯恩特（Ａｌｆｒｅｄ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Ｎｅｕｅｒ Ｋｏｎｆｌｉｋｔｓｔｏｆｆ．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ｎｎｅｒｎ ｂｅｒｅｉｔｓ ｄｉｅ Ｋａｎｏｎｅｎ． Ｄａｓ ｓｃｈｅｉｎｔ Ｋｒｉｅｇ ｚｕ ｇｅｂｅｎ，”
ｐ􀆰 １１００．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Ｊａｐａｎ ｇｅｈｔ ｉｍｍｅｒ ｓｃｈäｒｆｅｒ ｖｏｒ． Ｄｉ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 ｓｉｎｄ ｎｏ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ｋｌｅｉｎ． Ｇｅｂｅｎ ｓｉｅ ｎｉｃｈｔ ｎａｃｈ， ｄａｎｎ ｉｓｔ ｄｅｒ Ｋｒｉｅｇ
ｕｎｖｅｒｍｅｉｄｌｉｃｈ． Ｊａｐａｎ ｌｅｈｎｔ ａｌｌ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ｅ Ｎａｎｋｉｎｇｓ ａｂ，” ｐ􀆰 １１０１．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 Ｊａｐａｎ ｇｅｈ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ｎ．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ｗｅｈｒｔ ｓｉｃｈ， ｓｏ ｇｕｔ ｅｓ ｋａｎｎ． Ｔｓｃｈｉａｎｇｋａｉｓｃｈｅｋ ｗｉｌｌ ｄｉ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ｎ Ｔｏｋｉｏｓ
ａｂｌｅｈｎｅｎ． Ｅｉｎ Ｋｒｉｅｇ ｓｃｈｅｉｎｔ ｎｕｎ ｆａｓｔ ｕｎｖｅｒｍｅｉｄｌｉｃｈ，” ｐ􀆰 １１０５．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ｏｂｅｎ ｂｌｕｔｉｇｅ Ｋäｍｐｆｅ． Ｅｒｇｅｂｎｉｓ ｎｏ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ｚｕ ｅｒｋｅｎｎｅｎ． Ａｂｅｒ ｅｓ ｋａｎｎ ｋａｕｍ ｚｗｅｉｆｅｌｈａｆｔ ｓｅｉｎ． Ｄｉ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 ｍｅｌｄｅｎ Ｓｉｅｇｅ， ｕｎｄ ｄｉｅ Ｊａｐａｎｅｒ ｖｅｒｄｒｅｓｃｈｅｎ ｓｉｅ ｕｎｔｅｒｄｅß，” ｐ􀆰 １１１６．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Ｄｉｅ Ｊａｐａｎｅｒ ｚｉｅｈｅｎ ｊｅｔｚｔ ｖｏｒ Ｓｃ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ｔａｒｋｅ Ｔｒｕｐｐｅｎ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 ｕｍ ｄａｎｎ ｍａｓｓｉｖ ａｎｚｕｇｒｅｉｆｅｎ． Ｅｓ ｗｉｒｄ ａｕｃｈ
ｈöｃｈｓｔｅ Ｚｅｉｔ！ ［…］ Ｊａｐａｎ ｈａｔ Ｅｒｆｏｌｇ ｖｏｒ Ｓｃｈａｎｇｈａｉ． Ｗｅｉｔｅｒ ｓｏ，” ｐｐ􀆰 １１２６ － １１２７．

Ｒｅｕｔｈ （ ｅｄ． ）， “ Ｅｉｎ ｎｅｕｅｒ ｊａｐａｎｉｓｃｈｅｒ Ｂｏｔｓｃｈａｆｔｅｒ ｋｏｍｍｔ ｎａｃｈ Ｂｅｒｌｉｎ． Ｔｏｋｉｏ ｌｅｇｔ ｇｒｏßｅｎ Ｗｅｒｔ ａｕｆ ｕｎｓ． Ｊａｐａｎ ｈａｔ ｎｕｎ
Ｎｏｒｄｓｃ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ｅｎｏｍｍｅｎ． Ｅｓ ｓｃｈｅｉｎｔ ｊｅｔｚｔ ｇｒｏßｅ Ａｋｔｉｏｎｅｎ ｚｕ ｐｌａｎｅｎ，” ｐ􀆰 １１４７．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ｔ Ｋｒａｃｈ ｍｉｔ Ｔｏｋｉｏ ｕｍ Ｓｃ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ｂｅｒ Ｔｏｋｉｏ ｈａｔ Ｓｃ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ｄ ｋａｎｎ ａｕ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ｆｅｉｆ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ｈａｔ
ａｕｆ Ｂｒüｓｓｅｌｅｒ Ｅｉｎｌａｄｕｎｇ ａｂｇｅｓａｇｔ． Ｍｉｔ Ｒｅｃｈｔ． Ｄｅｒ Ｓｉｅｇｅｒ ｇｅｈｔ ｎｉｃｈｔ ｚｕ ｓｏｌｃｈｅｎ 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ｅｎ，” ｐ􀆰 １１５６．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Ｊａｐａｎ １５ ｋｍ ｖｏｒ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Ｂｒａｖｏ！ Ｂｌａｍａｂｌｅｓ Ｂｒüｓｓｅｌ！” ｐ􀆰 １１５８．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Ｊａｐａｎｅｒ ｂｅｒｅｎｎｅｎ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Ｉｈｒ 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 ｚｕｒüｃｋｇｅｗｉｅｓｅｎ． Ｄｉｅ Ｓｃｈｌａｃｈｔ ｔｏｂｔ ｍöｒｄｅｒｉｓｃｈ． Ａｂｅｒ ｉｈｒ Ａｕｓｇａｎｇ ｉｓｔ

ｓｃｈｏｎ ｅｎｔｓｃｈｉｅｄｅｎ，” ｐ􀆰 １１６７．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Ｉｎｇｅｍａｒ Ｂｅｒｎｄｔ）一项任务，即让德国媒体“冷静下来”。 “在我看来，媒体在这场东亚冲突中太支

持中国了。 这就是胡闹，实际上也好，政治上也罢。 首先，中国人正在节节败退，再者，他们是半

布尔什维克。 而总有一天日本人将帮助我们对抗俄国人”。① 仅仅两天后，戈培尔的命令似乎已

传达到各媒体。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给媒体方面的指示起效了。 关于中国的报道明显降

温了。”②

８ 月 ２３ 日，戈培尔再次提到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强调“必须相当小心，避免我们的媒体突

然又退回亲中立场。 这就是多愁善感的德国人。 就像两年前，几乎所有人都站在阿比西尼亚

（Ａｂｙｓｓｉｎｉａ）一边”。③ 这则日记表明纳粹政府与德国媒体在对世界局势的观察上存在明显的差距。
前者视国际政治为国家存亡的残酷斗争，而后者则仍保留着 １９３３ 年纳粹掌权前的“充满感情”的
观点立场。 无论是阿比西尼亚抵抗意大利，还是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许多记者在历次冲突中本能

地支持弱者。 而在戈培尔看来，这些观点需要被严厉地压制。
在德国体制内，戈培尔的观点并非得到商界的认同。 ８ 月 ２６ 日，戈培尔接到驻华德国外交官

的报告，他们认为中方已经观察到德国媒体中逐渐显现的亲日倾向，并且这可能会给德国在华经济

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 戈培尔对此回复称：“我不会允许我自己被带偏，我们要坚持一贯以来的立

场”，“我们要贯彻现实政治
∙∙∙∙

。 只有日本才能对我们有所助益。 尽管不会完全相同，但中国终将成

为下一个阿比西尼亚”，坚持他的判断立场。④

六、 希特勒对中日战争的观感

戈培尔的日记还隐约揭示了希特勒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以及纳粹领导人与军队领导之间的分

歧。 根据传统观点，希特勒对日本的保守政策至少延续到战争初期。 历史学家约翰·福克斯（Ｊｏｈｎ
Ｐ． Ｆｏｘ）在他关于德国应对远东危机政策的经典研究中写道：“至少在 １９３７ 年夏天短时间内，希特

勒、德国军队和外交部三者的对日政策其实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尽管这种一致性的背后有不同的

原因，但至少有一点共性，即不允许德国在特定时期与日本在军事上或政治上过从甚密。”⑤由于戈

培尔当时能够比其他德国人更近距离接触希特勒，所以他能极易察觉希特勒任何情绪变化的迹象

（无论是他自认为的还是实际如此）。 中日战争爆发时，戈培尔即暗示道，希特勒不会被中方的要

求所左右。
戈培尔的这一观察针对的是一部当时新上映的德国冒险电影《北京警报》（Ａｌａｒｍ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所

引发的小型外交事件。 该电影的历史背景是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为此提出抗

议，认为影片中有反华内容。 戈培尔在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希特勒的态度：“元
首拒绝禁映《北京警报》这部电影。 如果我们让历史影片受制于他国的情感态度，那我们又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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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元首宁可放弃德国在华的全部利益。 他抱怨了国防部门中的亲华政策。 元首宁愿站在压迫者

一边也不愿成为被压迫者。 我知道现在必须致信驻华大使，（就拒绝禁映该电影）做一番详细解

释。 我对此十分期待。”①而戈培尔在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的日记中写道：“《北京警报》仍然允许放

映，元首不会因中国的威胁影响其判断力。”②更重要的是，日记中有关该电影的论述，体现了希特

勒在东亚问题上的某种意识形态观念，譬如他宁可站在压迫者的立场而不愿受人压制。 纳粹政府

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笃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只有那些最强悍的民族国家才能在土地和其他有限

资源的国际竞争中存活下来。③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 日，在访问下西里西亚省布雷斯劳市（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ｅｓｌａｕ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Ｓｉｌｅｓｉａ）期间，

戈培尔和希特勒讨论了德国政府对中日战争应取的态度，并最终决定采取自防共协定签署以来

最为亲日的路线：“我直接找了到元首。 我们立刻陷入了激烈的辩论：中国正遭受猛攻。 因此，
（我们决定）对新闻界指示如下：对日本严守中立，但表示仁慈的同情。 我给柏林发出了相应的指

示。”④这则日记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此前有人认为，希特勒仅在 ８ 月 １６ 日与外交部部长康斯坦

丁·冯·纽赖特（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ｒａｔｈ）和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尔纳·冯·布隆伯格（Ｗｅｒｎｅｒ
ｖｏｎ Ｂｌｏｍｂｅｒｇ）的会晤中表达了他对中日冲突的看法。 根据福克斯的标准叙述，希特勒在这次会面

中表示“他原则上坚持与日本的合作，（但）强调德国在当前情况下必须保持中立”⑤，而这则日记

表明希特勒在两周以前已对中日战争有所表态。 同样重要的是，戈培尔的日记表明，希特勒的观点

可能被纽赖特和布隆伯格曲解了，实际上希特勒在战争初期对日立场，较他们二人的诠释更为

积极。
９ 月中旬，戈培尔日记中有两处表明，希特勒更坚定了其亲日立场。 其一，９ 月 ９ 日的日记记

道：“中午晋谒元首……他在严厉地批评中国。 他应该告诉军队方面。”⑥５ 天后的中午，戈培尔再

次面见希特勒，并留下了类似的印象：“他（希特勒）又在挖苦中国。 披着狮子皮的羊是不会成为狮

子的。 他是正确的。” ⑦希特勒的此番比喻证实了当年早些时候戈培尔的一则日记。 在那则日记

中，希特勒被描述为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眼光看待中国的战事，并暗示这位德国独裁者支持日本，并
不仅仅是出于现实政治和争取日本对抗苏联的考量，部分原因还与纳粹的意识形态，以及纳粹统治

者将世界视作国家间无休止的斗争，只有强者才能生存的观念有关。⑧
从此直至 １９３７ 年年底，戈培尔的日记中便再也没有在中日战争的语境下提及希特勒。 １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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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ｕｔｈ （ｅｄ． ），“Ａｌａｒｍ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 ｂｌｅｉｂｔ ｅｒｌａｕｂｔ． Ｆüｈｒｅｒ ｌäßｔ ｓｉｃｈ ｄｕｒｃｈ ｋｅｉｎｅ Ｄｒｏ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 ｂｅｉｒｒｅｎ，” ｐ􀆰 １１００．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ｉｋａｒ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ａｒｗｉｎｉｓｍ ｉｎ Ｎａｚｉ Ｒａｃ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ｐ􀆰 ５３７ － ５５６。
Ｒｅｕｔｈ （ｅｄ． ），“Ｇｌｅｉｃｈ ｚｕｍ Ｆüｈｒｅｒ． Ｗｉｒ ｋｏｍｍｅｎ ｓｏｆｏｒｔ ｉｎ ｅｉｎｅ ｄｉｃｋｅ Ｄｅｂａｔ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ｋｏｍｍｔ Ｓｅｎｇｅ． Ｄａｒｕｍ ｆüｒ ｄｉｅ Ｐｒｅｓｓｅ：

ｓｔｒｉｋｔ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äｔ ｕｎｄ ｗｏｈｌｗｏｌｌｅｎｄｅ 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ｅ ｆüｒ Ｊａｐａｎ． Ｉｃｈ ｇｅｂｅ ｇｌｅｉｃｈ ｎａｃｈ Ｂｅｒｌｉｎ ｅｎｔｓｐｒｅｃｈｅｎｄｅ Ｗｅｉｓｕｎｇ，” ｐ􀆰 １１０８．
Ｊｏｈｎ Ｐ． Ｆｏｘ，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ｒｉｓｉｓ：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８， ｐ􀆰 ２４０．
“Ｍｉｔｔａｇｓ ｂｅｉｍ Ｆüｈｒｅｒ． Ｅｓ ｉｓｔ ｓｅｈｒ ｆｒｉｓｃｈ． Ｇｅｈｔ ｇｅｇ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ｓ． Ｄａｓ ｓｏｌｌｔｅ ｅｒ ｄｅｒ Ｗｅｈｒｍａｃｈｔ ｓａｇｅ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９， １９３７．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Ｅｒ ｌäßｔ ｓｉｃｈ ｗｉｅｄｅｒ ｓｅｈｒ ｓｃｈａｒｆ üｂ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ｕｓ． Ｅｉｎ Ｌａｍｍ ｗｉｒｄ ｋｅｉｎ Ｌöｗｅ ｄａｄｕｒｃｈ， ｄａß ｍａｎ ｉｈｍ ｅｉｎ Ｌöｗｅｎｆｅｌｌ

ｕｍｈäｎｇｔ． Ｒｅｃｈｔ ｈａｔ ｅ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１９３７． 最后一则有关希特勒与中日战事的日记是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记于纽伦堡：“Ｅｓｓｅｎ ａｕｆ
ｄｅｒ Ｂｕｒｇ 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ｍ Ｆüｈｒｅｒ ｆüｒ Ｐｒｉｎｚ Ｃｈｉｃｈｉｂｕ ｖｏｎ Ｊａｐａｎ． Ｅｒ ｉｓｔ ｅｉｎ ｔｙｐｉｓｃｈｅｒ Ｐｒｉｎｚ． Ｄｉｅ Ｊａｐａｎｅｒ ｓｉｎｄ ｓｅｈｒ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Ｄｅｒ Ｂｏｔｓｃｈａｆｔｅｒ
ｂｅｄａｎｋｔ ｓｉｃｈ ｓｅｈｒ ｆüｒ ｄｉｅ ｇｕｔｅ Ｈａｌ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Ｐｒｅｓｓｅ，”（元首在城堡为日本秩父宫雍仁亲王设宴。 他是一位典型的亲王。 日本

人非常友好。 日本驻德大使对德国媒体的积极论调表示感谢）ｐｐ􀆰 １１２５ － １１２６。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Ｄｉａｒｙ ｅｎｔｒｙ ｆｏｒ Ｊｕｎｅ ３０， １９３７， ｐ􀆰 １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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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戈培尔写道：“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个唯命是从的新政府。 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

明智的事。 蒋介石现在仅仅是一位边缘人物……伦敦与华盛顿方面只能感到震惊，并夸张地抱

怨一番！ 而事情正朝着其既定的轨道发展。 伦敦方面除了抗议无事可做。 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美

妙的胜利。 现在我们至少部分消除了俄国的威胁隐患。 元首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位天才的战

略家。”①

戈培尔并未就希特勒的“战略天才”进一步论述。 但是他似乎将日本在长江中下游的胜利，英
美的无能以及日本对苏联重新构成威胁等一系列事件，都归因于（至少是部分地）希特勒长久以来

的战略导向。 一种解释是希特勒并未扮演此种角色，这只是戈培尔对他敬仰的元首无限崇拜的又

一例证。 另一种可能是，１９３７ 年夏以后，希特勒确曾采取更为支持日本的外交政策。 通过在德国

媒体中支持、放任亲日派，以及同意不向布鲁塞尔会议派出德国代表等举措，希特勒可能促使了日

本在远东的积极行动。

七、 德国外交部与军队的立场

在戈培尔非黑即白的国际观中，他对希特勒英雄式崇拜的另一面，便是他对亲华的外交部与军

队方面的彻底否定。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的日记记录了戈培尔与纳粹早期成员，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曾

任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克里伯（Ｈｅｒｍａｎｎ Ｋｒｉｅｂｅｌ）的会面。 与其他对华军事顾问一样，克里伯坚定地

支持中国，戈培尔在日记中认为：“至少是在长远意义上，他基本上是完全错误的。”②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当日本似乎将要赢得战争之际，日记中充满了对德国军队领导强烈的嘲讽

论调：“日本人已有部分入驻南京。 （他们已经下达了）对中国的最后通牒。 蒋介石逃了。 正如我

们所意料的，战争很可能要结束了。 我们应该怎么告诉参谋本部中的‘聪明人’呢？ 和阿比西尼亚

战争时一样，他们就是可怜的失败主义论者。 他们又一次下错了赌注，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政治。”③

１２ 月 １５ 日，戈培尔似乎已经相信，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他写道：“对我们的外交官与军官来说多

少难堪啊，他们念叨着一个觉醒的中国。 这就是他们的所得所获。”④

八、 戈培尔的疑虑

日本占领上海与南京后，胜利的喜悦还未退去，戈培尔便开始心生疑虑。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他开始意识到战争远未结束，因为不仅苏联在援助中国，而且在上海占领区内抵抗运动日益升级：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Ｒｅｕｔｈ （ ｅｄ． ）， “ Ｊａｐａｎ ｈａ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ｉｎｅ ｎｅｕｅ， ｉｈｍ ｇｅｆüｇｉｇｅ 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 ｅｉｎｇｅｓｅｔｚｔ． Ｄａｓ Ｓｃｈｌａｕｅｓｔｅ， ｗａｓ ｅｓ Ｍａｃｈｅｎ ｋａｎｎ．
Ｔｓｃｈｉａｎｇｋａｉｓｃｈｅｋ ｉｓｔ ｎｕｎ ｎｕｒ ｎｏｃｈ ｅｉｎｅ Ｓｃｈａｔｔｅｎｆｉｇｕｒ ［…］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ｗｉｒｄ ｇｒｏßｅ Ｅｎｔｒüｓｔｕｎｇ ｇｅｍｉｍｔ． Ｔｈｅａｔｅｒｄｏｎｎｅｒ！ Ｄｉｅ
Ｄｉｎｇｅ ｎｅｈｍｅｎ ｎｕｎ ｉｈｒｅｎ Ｌａｕ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ａｎｎ ｇａｒｎｉｃｈｔｓ ｍａｃｈｅｎ ａｌｓ ｎｕｒ ｐｒｏｔｅｓｔｉｅｒｅｎ． Ｗｅｌｃｈ ｅｉｎ Ｇｅｗｉｎｎ ｆüｒ ｕｎｓ． Ｎｕｎ ｓｉｎｄ ｗｉｒ ｄｉｅ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
Ｂｅｄｒｏｈｕｎｇ ｗｅｎｉｇｓｔｅｎｓ ｚｕｍ Ｔｅｉｌ ｌｏｓ． Ｄｅｒ Ｆüｈｒｅｒ ｈａｔ ｗｉｅｄｅｒ ｍａｌ ｇｌäｎｚｅｎｄ ｔａｋｔｉｅｒｔ，” ｐｐ􀆰 １１６９ － １１７０．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Ｋｒｉｅｂｅｌ ｅｒｚäｈｌｔ ｍｉｒ ｖｏｎ Ｏｓｔａｓｉｅｎ． Ｅｒ ｔｉｐｐｔ ｕｎｅｎｔｗｅｇｔ ａｕ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ｎｉｇｓｔｅｎｓ ａｕｆ ｄｉｅ ｌａｎｇｅ Ｄａｕｅｒ． Ｗｏｈｌ ｇａｎｚ ｚｕ
Ｕｎｒｅｃｈｔ，” ｐ􀆰 １１２４．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Ｊａｐａｎｅｒ ｓｃｈｏｎ ｚ． Ｔ． ｉｎ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 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ｓｃｈｉａｎｇｋａｉｓｃｈｅｋ ｇｅｆｌｏｈｅｎ． Ｄａｓ ｉｓｔ ｖｅｒｍｕｔｌｉｃｈ ｄａｓ Ｅｎｄｅ．
Ｗｉｅ ｗｉｒ ｅｒｗａｒｔｅｔ ｈａｔｔｅｎ． Ｗａｓ ｓａｇｅｎ ｎｕｎ ｕｎｓｅｒｅ ｋｌｕｇ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ｔäｂｌｅｒ？ Ｗｉｅ ｉｍ Ａｂｅｓｓｉｎｉｅｎｋｏｎｆｌｉｋｔ ｊäｍｍｅｒｌｉｃｈｅ Ｖｅｒｓａｇｅｒ． Ｓｉｅ ｈａｂｅｎ ｗｉｅｄｅｒ
ｍａｌ ａｕｆ ｄａｓ ｆａｌｓｃｈｅ Ｐｆｅｒｄ ｇｅｓｅｔｚｔ． Ｗｅｉｌ ｓｉｅ ｖ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ｎｉｃｈｔｓ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 ｐ􀆰 １１６６．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Ｗｅｌｃｈ ｅｉｎｅ Ｂｌａｍａｇｅ ｆüｒ ｕｎｓｅｒ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ｅｎ ｕｎｄ Ｍｉｌｉｔäｒｓ， ｄｉｅ ｖｏｎ ｅｉｎｅｍ ｅｒｗａｃｈｅｎｄ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ｓｅｌｔｅｎ． Ｄａｓ ｉｓｔ ｄｉｅ
Ｑｕｉｔｔｕｎｇ，” ｐｐ􀆰 １１６９ － １１７０．



何铭生 ／ “战争！ 到处是战争！”：戈培尔日记中的中日战争

“南京有 ３００ 多架苏联飞机。 不过莫斯科不会主动干涉战事。 在上海市内，日本的胜利游行中（被
投掷了）中国手榴弹。”①当月稍后，戈培尔承认日本可能不得不升级战争②，并将中国的形势描述

成“血腥的和平”。③ 类似的议论在 １９３８ 年的日记中同样存在，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戈培尔写道：“日
本又进攻了，而中国则在坚决抵抗。”④１９３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戈培尔记道：“上海处于紧急状态。 日本

人害怕反抗行动。 现在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⑤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５ 日，希特勒、戈培尔会见苏格兰裔的奥地利旅行家、作家科林·罗斯（Ｃｏｌｉｎ Ｒｏｓｓ）
的情形，与 １９３７ 年秋天戈培尔与克里伯的对话形成鲜明反差。 克里伯与罗斯都认为中国长期的胜

算高于日本。 １９３７ 年戈培尔认为这一观点基本是错误的，而到了 １９４０ 年他却认为罗斯很可能是

对的，这表明这期间中国胜败形势的转变：“（罗斯）向我们谈了他的旅行：日本陷入中国的泥潭，无
法前行。 地域空间太大。 据罗斯言，蒋介石是一名伟大的强人。 只要他掌权，中国根本不会投降。
蒋介石能熬，而日本不能。 日本甚至不能想像进入新的战事冲突。 因为要保留颜面，所以日本也不

可能与蒋介石议和。 （罗斯的）描述总的来说是准确的。”⑥

戈培尔意识到日本已经陷入与中国持久战的泥淖，日本对苏联的威胁也远不如此前预想那

般。 １９４１ 年，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各类谈话与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的日记中，戈培尔复述了由一位上海归来的德国记者的话：“他认为局势简单明了：日本已陷入

泥淖，并且不能消化广大占领区。 中国方面避免决战……双方可能都渴望和平，但又不愿意丧

失颜面。 在此情形下，日本无法在他处发起任何大规模行动。 我认为他的描述是正确的。”⑦一

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中日战事冲突已陷于停顿，日本已无力采取外交或军事行动。”⑧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德国对苏发动攻势的 １１ 天前，戈培尔流露出对当前局势的悔恨之意，自认为是德

国造成了中国的现状：“来自中国的影像纪录。 战争！ 到处都是战争！ 受苦受难的人类何日再得

和平？”⑨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Ｒｅｕｔｈ （ ｅｄ． ）， “ ３００ Ｓｏｗｊｅｔｆｌｕｇｚｅｕｇｅ ｆüｒ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Ａｂｅｒ ａｋｔｉｖ ｗｉｒｄ Ｍｏｓｋａｕ ｎｉｃｈｔ ｅｉｎｇｒｅｉｆｅｎ． Ｉｎ Ｓｃ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
Ｈａｎｄｇｒａｎａｔｅｎ ａｕｆ ｊａｐａｎｉｓｃｈｅ Ｓｉｅｇｅｓｐａｒａｄｅ，” ｐ􀆰 １１６４．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的日记：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Ｔｏｋｉｏ ｄｒｏｈｔ ｖｅｒｓｃｈäｒｆｔｅ Ｋｒｉｅｇｓｆüｈｒｕｎｇ ａｎ， ｗｅｎ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ｃｈｔ ｕｍ Ｆｒｉｅｄｅｎ ｎａｃｈｓｕｃｈｔ．
Ｄｉｅ Ｊａｐａｎｅｒ ｇｅｈｅｎ ｋｏｎｓｑｕｅｎｔ ｖｏｒ ｕｎｄ ｋｅｎｎｅｎ ｋｅｉｎ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äｔｅｎ． Ｕｎｔｅｒｄｅß ａｂｅｒ ｗｉｒｄ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üｂｅｒｌｅｇｔ ｕｎｄ ｄｅｂａｔｔｉｅｒｔ，”（“东京威胁

中国如不议和将升级战争。 日本人相当坚定，一点不带感情。 与此同时，伦敦方面只是在思考与辩论”）ｐｐ􀆰 １１７１ － １１７２。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的日记： Ｒｅｕｔｈ （ｅｄ． ）， “Ｊａｐａｎ ｖｅｒｌａｕｔｅｔ， ｄａß ｅｓ 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ｃｈｔ ｄｅｎ Ｋｒｉｅｇ ｅｒｋｌäｒｅｎ ｗｏｌｌｅ． Ａｂｅｒ ｄｅｒ ｂｌｕｔｉｇｅ

Ｆｒｉｅｄｅｎ ｇｅｈｔ ｗｅｉｔｅｒ，”（日本宣布不会对中国宣战，但是血腥的和平仍在继续）ｐ􀆰 １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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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ｍｍｅｎ？” ｐ􀆰 １５９５．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结　 论

完整版的戈培尔日记可能将修正历史学家的部分观点，包括中日战争前后数月间德国在国际

事务与远东危机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本文以 １９３７ 年这一关键年份为中心，初步考察了戈培尔日

记。 笔者认为，尽管戈氏对柏林的实际决策影响不大，但是他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决策过程，使
戈培尔日记能够展现柏林方面在重大决策前详尽的讨论经过。 特别是戈培尔与希特勒的亲密关

系，使日记能够帮助阐释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希特勒如何制定针对华、对日外交政策。 与此前

一般看法不同的是，本文认为 １９３７ 年早些时候，希特勒便已经倒向亲日路线。 尽管戈培尔日记中

没有确凿直接的证据，必须通过梳理其他德国史料，甚至使用他国史料加以佐证。 本文还证实，迫
使苏联在亚洲持续面临威胁的遏制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权力政治的现实，才是决定德国对华政策与

亚洲政策的主要因素。 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则较为复杂。 一方面，那些一般意识形态的对

华观感，似乎并不影响德国人的立场，戈培尔在早年生活中便曾数次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另
一方面，戈培尔日记中也有数则表明，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影响下，纳粹的国际观可以概括为民

族国家间永不停歇的斗争与“适者生存”，而这一国际观实际影响了德国对华立场。 讽刺的是，正
是这一“适者生存”的国际观，反而迫使戈培尔与其他纳粹分子重新看待与评价中国。 １９３７ 年的短

暂顿挫后，中国比他们所预料的更加坚韧不拔。 从 １９３８ 年初开始，中国已经能够打一场持久抵抗

战争，把日本拖入战争的泥淖之中，最终使之走向 １９４５ 年战败的末路。

〔作者何铭生，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地区研究系研究员；译者姜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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